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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開掘和解讀1930年代與中國電影相關的原始文獻，考察作為政治

家和國民黨意識形態權威闡釋者的陳立夫的電影觀及其電影活動，以此同中國電

影史的既有研究成果對話。本文認為，從共時態來看，陳立夫的電影觀，旨在從

根本上改造國產電影，其中許多內容在當時不乏應者，並同當時的左翼電影思潮

構成了某種複雜的關聯，二者既有針鋒相對的面向，亦有「不謀而合」的成份；從

歷時態來看，陳立夫有關電影的諸多言論與想像，不僅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體

現，而且與1949年後新中國共產黨治下的電影政治、文化語境及生存現實遙相呼

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穿透性。至於陳立夫的電影活動，更是從多重層面上重

塑了民營電影公司的發展模式與生存空間，改造了國產電影的藝術面貌，從而對

中國電影業造成深刻的改變和持久的影響。

關鍵詞：陳立夫　中國電影業　教育電影　左翼電影　電影檢查

陳立夫在民國政壇曾權傾一時，學界對其政治理念和哲學思想的研究較

為深入1；但對其與中國電影的關係，研究者不是很多。以往的中國電影史著

述雖偶爾提及陳，但一般評價不高，更多則是一筆帶過或乾脆不置一詞2。

實際上，陳的主要活動場域固然是政界而非影壇，但他與中國電影業長期保

持着頗為緊密的關係：陳一邊以電影演說家的身份，構建並闡釋着官方意識

形態；一邊以電影事業家的角色，參與和主導電影政策的制訂及實施。其所

言所行，對當時包括科教片、新聞紀錄片在內的國產電影的路徑選擇與興衰

沉浮，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對民國影壇的許多重要事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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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我們只要稍微細心觀察，就不難從中窺見陳活躍的身影。繞開陳的電

影觀及其踐行來談論早期中國電影，即便不會徒勞無益，至少也會不得要領。

本文擬着重考察陳立夫在1930年代的電影言論及電影活動，藉此揭示其

與這一時期中國電影演變更迭之關係，同時對與之相關的若干有失準確的固

有說法予以辨正，以期深化我們對早期中國電影的認知與理解。

一　改造國產電影：陳立夫的電影觀

作為身居高位的黨政要人，陳立夫與電影業之關係主要體現為參與和主

導電影政策的制訂與實施；但和其他一些對電影有着濃厚興趣的高官（如其兄

長陳果夫或張道藩、褚民誼等）有所不同的是3，陳立夫在頻繁介入電影具體

事務的同時，還提出過一系列理論主張。這些理論主張大多散見於他為出席

各類電影會議而作的演講稿之中，其中最具份量的，當推〈中國電影事業的新

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與〈中國電影事業的展望——在中央

召集全國電影界談話會講演稿〉兩文4；其他較重要的文獻則有〈在中國教育

電影協會第二屆年會上的發言〉、〈電影年鑒序言〉與〈祝中國電影教育協會第

五屆年會〉等5。以上文章大多係陳立夫為規勸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下詳）而作

的。然而，若細讀全文，不難察覺，陳擬想的讀者範圍遠遠不止於此。確切

說，這些文章更像是寫給所有中國電影人以及電影觀眾並意圖從根本上改造

國產電影的「檄文」；其中不無陳1934年提出的「唯生論」的思想痕迹6，但考

其主旨，更多地還是指向中國電影的現實問題。所以，欲更好地解讀這些文

章所反映出的意識形態取向，必須從當時中國電影所處的現實境遇談起。

這幾篇文章的首發時間集中在1932至1934年的三年間。在這一時期，以

武俠神怪片為代表的娛樂電影雖遭國民政府電影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電檢

會」）大力查禁而日漸式微，但塵埃

似未落定。舊事物欲走還留，讓那

些熱衷於清潔影壇的影評人餘興未

盡，不願馬放南山7。與此同時，

美國電影大兵壓境，以風捲殘雲之

勢繼續吞食着本土電影市場。這愈

加反襯出國產電影乃至整個中國社

會的孱弱不堪，讓人每每念及，不

免又憐又恨。陳立夫對此顯然也是

感觸頗深的。

在論及電影時，一方面，陳立

夫會直言不諱地表達出對國產電影

現狀的強烈不滿：「十餘年來，國

片所貢獻給我們的，是由神怪武

俠，一轉而為黑幕盜劫，再轉而為陳立夫（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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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香豔肉感，除了這些，我們還能說出些甚麼呵」，而這些影片「在藝術的教養

上，是感到可怕的貧乏」8。這是因為「一般電影商人為了維持自己的血本起

見，不得不遷就社會的低級趣味」，把「宣傳迷信」、「誨淫誨盜」的影片，拿來

「誘惑觀眾，欺騙觀眾，遂使社會的道德，民眾的心理，猶如江河流水，愈趨

愈下。不可謂非中國文化上教育上一個莫大的遺憾！」9另一方面，陳也不無

痛惜地看到，「香豔肉感」、「富麗堂皇」的外國影片（主要是美國影片）的大量

湧入，使得中國觀眾「感覺到中國的窮陋破敗，灰心傷志，減滅向上的勇氣；

同時，也極容易使一般人競慕他們的驕奢淫佚。把生活日趨於荒廢頹唐，不

克振拔」。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陳對電影市場不是由優良的國產電影來唱主角

而為外國影片所把持的現狀深表憂慮：「舶來影片的充斥於中國的劇院，在經

濟上的損失，還是有限；在精神上的損失，實為無窮。」bk很明顯，陳對當時

國產電影所懷有的情感，完全可用「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來形容。

如果只是對「畸形」的電影市場冷嘲熱諷一番，這些文章倒也無足可觀。

可重要的是，陳立夫在數落國產電影的弊端之餘，還能提出一些自認為有助

於國產電影走出困境而又切實可行的應對之策，並對此做出頗為深入的闡

發。概言之，主要有「破」與「立」兩種應對之策——所謂「破」，就是放棄模仿

只會追求娛樂性和商業價值的美國電影；所謂「立」，則是效仿蘇聯、德國與

意大利，通過國家力量的積極、深度地介入，徹底改造國產電影，使之舊貌

換新顏，走上移風易俗、輔助政教的道路。

先說「破」。從其文章中可以看出，陳立夫對美國電影一向沒有太多好感，

話裏話外屢吐微詞，同時對那些以模仿美國電影為能事、以觀看美國電影為

樂事的中國電影人及觀眾亦多有批評，並力勸國人切勿再去追慕與效仿美國

電影。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陳看來，這倒不是因為美國電影本身當真有何

不妥；問題出在其不適合中國。這種思想其實暗含了一種樸素的「國情論」，

借用陳的原話來表述，就是「中國自有其悠久的歷史，特殊的環境，和歐美各

國，可說是完全不一樣。人家一切都上軌道，而我們正在建設伊始，辛苦締造

的過程中。人家挾持其豐富的物質環境，盡可以優遊逸豫，而我們決不是享樂

的時候」bl。唯因如此，拍攝電影一味憑娛樂大眾以牟利而不顧及影片的教育

意義或反映現實之功能，放在美國也許並無大礙，因為「美國是生產過剩，物

力充斥的國家，他們的民族，生活非常優裕，都有充分的物質的享受，⋯⋯

因此他們的藝術——尤其是電影，並不需要另有教育上文化上的意義」bm；但

若不加修正地移植到中國來，則無異於火上澆油，其結果必然是讓中國觀眾更

加感到「灰心傷志」，以至於「把生活日趨於荒廢頹唐，不克振拔」。

類似的觀點，陳立夫在1934年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宣

會」）召開的首次全國電影界談話會上再次強調：「美國是生產過剩，物質生活

到達高度的發展，他們的國民，只感覺到多餘的精力無法排遣的苦悶；所

以，需要着強烈的刺激，豐富的娛樂；並不需要在娛樂之中含蓄着甚麼教育

的意義」；而不同於美國，「中國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一切都顯示着充分的貧

乏；我們為着要在最短期間努力趕上歐美所已到達的文化的水準，不但不能

娛樂，實在也無暇娛樂」，「所以，在此刻美國的電影，盡可以十分之十的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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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而在中國卻不能是這樣」。既然不能像美國電影那樣「十分之十的娛樂」，

那麼中國電影又應如何安放娛樂的位置？陳的看法是：中國電影在配置娛樂

性與教育性的比例時應為後者多騰出些空間，達到「教育的成分，應該居十分

之七；而娛樂的成分，只能居十分之三」bn。

從反對電影創作一味追求「娛樂」到引入「教育」，再到主張「娛樂」與「教

育」的成份應該「三七開」，陳立夫實際上是在逐步地引出另一個重建國產電影

的方案，這個方案就牽涉到如何去「立」的問題。在陳看來，富有教育性的電

影能否「立」得住，首先取決於對舊有的、娛樂性強的電影「破」得如何——唯

有先騰出足夠的位置，前者才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與觀眾見面，從而發揮良

效。因而，他倡議：「我們非得在中國電影界振起一陣旋風，把那些充滿着淫

靡，妖豔，肉感等等宣傳罪惡的片子，掃一掃乾淨不可，要不然我們所需要

的含有教育意義的片子，是無法提供到觀眾的前面的。」bo然則，由誰來完成

這一使命呢？陳對民營電影公司的潛力和前途，似乎不抱太多的樂觀態度：

「照現在國片營業逐漸凋落的情形，足使人民投資的勇氣日就衰沉；而僅存的

三五家比較組織完備的公司，又多因為種種意外的刺激，受了實際的影響，

到現在幾有聲嘶力竭，苟延殘喘的趨勢。」bp既然民營電影公司已「自身難

保」，寄希望它們還有餘暇去推揚「含有教育意義的片子」，顯然是不現實的。

那麼，要想完成這一使命，就得去另謀良策了，於是，陳把目光投向了政

府：在他看來，若要「立」得住，使中國電影真正強大起來，政府就不能再任

由實力孱弱以致舉步維艱的民營電影公司維持孤軍奮戰的局面，而是盡快地

向電影業施以援手。陳相信，「當局者不了解影業家的實況，不援助影業家的

困難」，是導致「國產影業始終落伍的原因」之一bq，因此之故，他主張政府應

與民族電影業保持密切的聯絡：「對於中國現有的由民眾舉辦的電影事業，苟

不是與政令有甚麼顯著的衝突，必須是盡力幫助，誠意合作，使能一天天地

向上和繁榮，簡直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和責任。」br

值得一提的是，陳立夫在闡發上述主張時，並非只是憑空想像，也不能

說是信口開河，相反，他很喜歡援引蘇、德、意等國的實際經驗，來印證由

政府之力來推動電影發展，乃一種不可抗拒之「國際潮流」，中國沒有理由不

從速與之接軌。他說：「歐美各國無不竭其全力，從事於電影事業的經營，如

意大利和蘇聯，甚至作為實現政治主張的唯一宣傳的工具，每年所耗費於電

影上的庫款，為數甚巨，他們並不吝惜，雖經多次失敗，還是繼續不斷地努

力」bs；「此刻蘇俄的五年建設計劃，都已製成電影了，他們的觀眾，無不熱

烈的贊助五年計劃的完成，收效的宏大，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電影界為甚

麼不向這方面努力呢？」bt陳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說道，電影「在最近的過去，

還不過表現富於趣味性的故事和傳奇，作為業餘消遣的工具，現在有些國家

竟利用着傳達思想，宣傳主義，甚至作為輔助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利器了。

各國政府（例如意德和蘇俄）利用電影的功效，既已日益的顯著」，國人當仿效

這些國家的做法，「在最短的時間內，盡量充足電影的應有的條件，使能完成

它所能負擔的使命」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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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此種「以俄（德、意）為師」的思維路徑，其中存在多少因隔膜而產生誤讀

或曲解的成份，我們暫且不論；果真被全盤移植過來，對當時的中國電影業

而言，是福是禍，我們也先不妄加推斷，筆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這種思維

定式已經牢固地根植在陳立夫的頭腦之中。或許正因如此，陳的抱負，就不

會停留於呼籲在民營電影公司與政府之間建立起一般性的援助關係，而是渴

望促成一種帶有根本性的解決方案——由政府出面來直接經營電影。他說：

「電影是需要着多量的資金與人力的。蘇聯，意大利，德國，他們都是以國家

的力量來經營電影。中國雖也是一個新興的革命的國家，但目下還沒有力量

貫注於斯，不可不引為深深的缺憾。」cl

綜上可知，陳立夫相信，為自己所深惡痛絕的「娛樂的成分」若能在國產

電影中得到真正有效的遏制，從而為「教育的成分」或「傳達思想」、「宣傳主義」  

的功能騰出足夠的位置，最終「完成它所能負擔的使命」，只有等到中國也能

像蘇、德、意等國家那樣由政府來直接經營電影的那一天了。

以上所述是陳立夫從較宏觀的層面上闡發自家的電影觀，除此之外，陳

在電影的取材、立意等一些具體而微的創作問題上亦不乏自己的見解。其中

最為陳所關切的，乃是電影取材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陳的具體看法，

很多又與其固有的電影觀，尤其是那種一貫貶抑娛樂性、推崇教育性的價值

取向，緊密聯繫在一起。可以這麼說，陳之談論電影取材，不啻是在為自己

所信奉的電影理念作註解，故此他一再強調，評價一部影片特別是國產電影

之優劣時，不能只看重形式精美與否，更要問一問內容與意識如何：「就是從

國片的內容上，特別予以注意。」這是因為「我相信內容是可以決定形式的，

但求得形式的完整，不顧到內容的充實，不算是傑作；內容是充實的，在形

式方面稍微守舊一些或此〔比〕不上外片的精美，是無關大體的。⋯⋯在意識

上過份淺陋的片子，無論導演怎樣高明，設備多麼富有，演員的技巧多麼熟

練，而影片的價值，必依然僅等於零」cm。從這句話來看，陳對當時流行於理

論界和評論界的某些具有形式主義特點的電影觀，比如「軟性電影論」cn，有

些不以為然。此外，陳還認為，能否緊扣時代脈搏、能否反映民族危亡，亦

是衡量一部影片取材成功與否的重要尺度，而無視這些要素，正是國產電影

陷入積貧積弱的癥結之所在：「影業家更不能顧到整個的民族存亡的關頭，不

與這時代所需要的主義和精神，走在密切聯繫的方向，這也是國產影業始終

落伍的主因。」co

既然篤信電影內容與意識高於形式，並且反對取材脫離時代，那麼，陳

立夫對當時大多數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自然是不能滿意的，因為「電影的取

材，是多方面的；而現在的電影，似乎專注在趣味，沒有顧及到其他實用的

方面」cp。然則，在哪裏能獲得電影的「實用的方面」？又怎樣才能找準「時代

所需要的主義和精神」？陳指明的方向，不是通往浸染西風的都市，而是淳樸

自然的鄉村，因為在他看來，「現在中國的都市因為各種習染的侵入，簡直是

一個萬惡的淵藪了」。既然如此，電影創作者就「不必盡把都市裏目睹的怪現

狀，當做是電影的好材料」，而是「應該到農村裏去找背景」，「鼓勵民眾到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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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田間去，用自己的勞力，經營生產，發展農業經濟，把中國衰落不堪的

農村繁榮起來，建樹中國最根本的立國的基礎。」cq

除了倡導走向「純潔的田間」，陳立夫還建議電影的取材及表現手法，應

當更多地顧及到底層民眾的口味，而非像當時的許多影片那樣一味地去迎合

都市中的有閒階級。他甚至借用「蒙太奇」的手法來說明如何更好地去滿足「廣

大的勞苦的大眾」的審美趣味：「我們如果把現在中國農民應用人工生產的勞

而無功，和使用機器生產的事半功倍，用並列比較的方法，再穿插一些有趣

味故事，攝入鏡頭，何嘗不是一部偉大的電影。」在他看來，這種影片或許不

能填飽「都市裏那般享樂的公子姐兒們」的胃口，「但是，電影是教育——是

領導大眾的事業，我們不能專門把肉感香豔的麻醉劑，刺激那般遊惰階級的

疲勞，而丟棄了廣大的勞苦的大眾」cr。

陳立夫固然對國產電影持論苛刻，但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的國產電影皆不入

其法眼。事實上，就在陳發表上述言論之際，中國電影正在經歷一場蛻變，

一種新的創作風氣已勃然興起，後人將之稱為「左翼電影運動」或「新興電影運

動」cs。箇中翹楚，當屬聯華影業公司出品的許多關懷現實、製作嚴謹的影

片，它們不僅為當時與後世的影評人津津樂道，同時也讓陳眼前一亮：「近來聯

華公司的出品，很能博得好感〔，〕如《自由魂》之映射黃花崗烈士起義〔，〕《共

赴國難》之取材於淞滬抗日戰事，《野玫瑰》之打破社會階級，雖在情節和技巧

上，尚不無缺憾，而大體終不失為有意義的上乘作品，已經為中國電影界開闢

一條新路線了。」顯然，陳是想將聯華影業公司的創作成果樹立為一個典範，

以此引領其他電影公司也能走上自己所規劃的康莊大道：「我們希望從事於電影

的藝術家，能夠忍耐着一時的損失，向着遠大的目標，努力奔赴，同時希望政

府準備一筆經費，獎勵和幫助合乎上述各點的作品著作者」，直至「大家把步

驟統一起來，精力集中起來，準對着我們所確定的方向」開展電影創作ct。

對上述言論加以歸納，可以看出陳立夫的電影觀主要由以下三個方面的

內容所組成：其一，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應在娛樂大眾之外，承擔起更重

大的使命，如教化民眾、改造民風、傳播文化、推行政令等；其二，唯有政

府的力量更多地介入到電影事業中來，才能從根本上改造國產電影那種汲汲

於風花雪月、怪力亂神的作風，而最佳的實踐路徑則是效仿蘇、德、意等國

的經驗，由政府來直接經營電影，以取代那些拍片只考慮「生意經」而不問是

否有違世道良心、是否游離時代精神的民營電影公司；其三，在具體的創作

層面上，國產電影應當將鏡頭由都市轉向鄉村，由討好都市中的有閒階級轉

向服務勞苦大眾，由追求藝術形式之精美轉向注重內容與意識之充沛。

需要指明的是，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就其重要性而言，在陳立夫那裏有一

定的程度之別，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一點，它反映了陳對電影的社會功能的

一種認識，而且是帶有根本性的認識，而後兩者實際上則是在這個根本性認

識的基礎上派生而來的——既然電影有着如此神聖的使命，當然就需要交由

實力雄厚且重義輕利的政府而不是由孱弱不堪又重利輕義的民間資本來把

控；同時，也就不必過於計較電影自身在藝術形式上的得與失，因為不同於

內容與意識，它們只是一些無關宏旨、可有可無的細枝末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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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上述陳立夫關於電影的言論，只是一些應景之作，

還是有感而發的肺腑之言？是淪為了無人應和的高頭講章，還是確實落到了

實處？若要解答這些問題，就既要聽其言，亦要觀其行，同時還得考察其實

際效果。這就不得不提到陳的另一個身份，即電影事業家。

事實上，陳立夫之涉足影壇，絕不是以一個空頭演講家的身份在各類電影

會議上走走過場，說說場面話而已。相反，他一邊坐而論道，一邊也會以黨政

要人的身份積極地介入到一些具體的電影事務中來，並利用自己掌控的權力資

源，促成了諸多可決定電影業發展走向的大政方針。不妨說，在當時存在着

「兩個」與電影業發生關係的陳：一個是作為電影演說家的陳立夫，另一個則

是作為電影事業家的陳立夫。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甚至可以說，作

為一個電影事業家的陳對當時電影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要比作為一個電影演

說家的陳更大也更直接。這裏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由於陳終究非電影界中人，

故其業績主要不體現在一般意義上的電影生產上，而是在於參與和主導電影政

策的制訂及實施。而若論及他從事此項活動的主要場域，那就首先不能不提到

被今人追懷不已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以下簡稱「教電協會」）了。

近年來，關於教電協會的活動開始為人注意dk，可卻很少有人專門討論

陳立夫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dl，而事實上，陳與教電協會的關係極為密切。

教電協會於1932年7月8日在南京教育部禮堂召開第一屆年會，宣告正式成 

立dm，它在當時乃是一個受到官方大力扶植，匯集了政、教、文藝以及電影

等各界名流的旨在推廣教育電影的民間文化組織dn。自教電協會成立之後，

業績顯著，聲名漸廣，在抗戰前已享有盛譽。這些成績的取得，雖然少不了其

麾下數量眾多、足迹遍布全國乃至海外的會員之熱心貢獻do，但卻更要歸功

於其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或（常務）理事會這些核心力量的運籌帷幄dp。

其時，教電協會的會員大多各有其主業，所謂會員也好、理事也罷，純屬「社

會兼職」，何況其中許多人還不居住在總會所在地南京，故除了每年一次的年

會外，大多數會員是很難真正湊在一起的。這樣一來，日常會務及許多重大

決策就只能依賴身在寧滬（主要是南京）的常務理事來單獨處理與決斷了。也

就是說，理事會（尤其是常務理事會）在當時構成了教電協會的領導層，掌握

着決定政策走向的實際權力。而陳從教電協會成立伊始便被選為常務理事，

此後直至抗戰全面爆發連任了六屆（1932-1937）dq，其在教電協會中的地位，

以及與1930年代風生水起的教育電影運動的關係（下詳），可見一斑。

至此，或許可以問，在教電協會的（常務）理事會中，身居要職、公務繁

忙的陳立夫真的會發揮實際作用而非僅僅掛個虛名而已？筆者嘗試利用可獲

得的資料，對從1932年7月教電協會成立至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的這五

年間，陳出席教電協會理事會和常務理事會的情況，做了一個大致的統計。

結果是：這一時期教電協會共召開理事會15次，陳出席6次；共開常務理事

會21次，陳出席11次。這意味着近一半的理事會議和常務理事會議，陳都參

加了；尤其是級別更高、實際作用更大的常務理事會，陳出席次數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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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以上。至於每年一次旨在從宏觀上規劃教電協會發展方向的年會，除了

1936年第五屆年會外，陳全部出席，而且均被選為主席團成員dr。1933年第

二屆年會後，陳還被選為教電協會編輯組主任，分管會務報告、年會會刊以

及各種教育電影書刊的編撰工作，如今深受電影史研究者青睞的一些重要的

早期中國電影文獻如《中國電影年鑒（1934）》，其編撰、出版以及推廣等工

作，便是在陳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ds。甚至在教電協會最初投拍教育電影的

籌備階段，一些具體事務比如撰寫拍攝要點、聯絡電影公司等，也都交由陳

領銜的編輯組來操辦dt。以上這些可以表明，陳在教電協會中並非徒佔虛

職，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各項決策及實際工作。

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陳立夫所出席的理事會與常務理事會，

大多集中在1935年5月5日第四屆年會召開之前——陳共出席6次理事會，其

中有5次是在第四屆年會之前；11次出席常務理事會，召開於第四屆年會之前

的則有9次。這說明陳在教電協會領導層的會議上露面，比較集中於這段時

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它也意味着陳出席教電協會（常務）理事會的次

數，從第四屆年會召開以後就有所減少了。箇中原委，目前尚沒有確切的資

料可以做出清楚的解釋。筆者猜測：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從那之後陳的公務日

趨繁重，以致多少分散了一些他打理教電協會會務的精力；另一方面，也許

更重要的是，第四屆年會之後，教電協會已度過艱難的草創階段，會務逐漸

步入正軌，無需再由陳事必躬親了。無論如何，應該承認的是，在教電協會

成立後的最初三年，亦即處在「萬事開頭難」的蹣跚起步階段，作為其領導層

的一員，陳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比參會次數更為重要的，是在會務上發揮的真正作用。同是出席會議，

實際表現可能大不一樣——有的人只不過是人云亦云、尸位素餐；有的人則

積極介入，力圖發揮影響、干預決策。陳立夫無疑屬於後者。而陳在教電協

會中發揮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手段，乃是提交與國產電影之發展密切相關的議

案。下表列舉的便是筆者統計的1933至1935年間陳提交（包括與人合提）給教

電協會的十二個議案的基本情況：

表1　陳立夫遞交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議案，1933-1935年

時間 會議 議案名 署名 通過情況

1933年4月27日 一屆四次執委會〈將二十一年度國產影片根

據會定教育電影方針由會

批評公布案〉

獨立 通過

1933年4月27日 一屆四次執委會〈函請國產影片公司各自挑

選本公司攝製最優影片一

部或兩部送會於五月五日

年會時映演比賽投票選舉

最優者由會獎勵案〉

獨立 通過

1933年5月6日 二屆一次執委會〈攝製教育影片案〉 合提 通過

1933年5月6日 二屆一次執委會〈如何救濟國產影片案〉 合提 決議由郭有守

等收集材料，

擬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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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所取之標準函告國

內各公司，並對國外各公

司告以我國所歡迎之影片

為何種所反對之影片為何

種案〉

獨立 通過

1933年9月9日 二屆三次常委會〈電影事業之出路案〉 獨立 當 天 原 則 通

過；二屆四次

常委會時討論

通過。

1934年5月5日 三屆年會 〈擬請教育部令飭國立北平

藝術專科學校籌備處籌設

電影藝術之專門學系案〉

合提 不詳

1934年5月5日 三屆年會 〈發行會刊，以資會員研究， 

而利會務宣傳案〉

提案附

議人

不詳

1934年7月13日 三屆一次常務理

事會

〈擬由會呈請中宣委會教育

部每月津貼經費一百元案〉

獨立 通過

1935年5月30日 四屆一次理事會〈應請各常務理事每月各代

本會籌措經費二百元至少

一百元案〉

獨立 通過

1935年7月12日 四屆一次常務理

事會

〈國際宣傳應注意電影宣傳

案〉

獨立 通過

1935年7月12日 四屆一次常務理

事會

〈通知各地分會及未曾成立

分會處之會員，對於徵求

會員應特別注意吸收教育

機關之工作人員及從事電

影事業之人員以利教育影

片之推行案〉

獨立 通過

資料來源：1933年議案，參見《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頁34；34；37；37；

37；38、55、57；1934年議案，參見《二十三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頁41；41；

69；1935年議案，參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專刊》，頁83；87；87。

應當說，教電協會在這一時期作出的許多關係到國產電影發展走向的重

大決策，很多都是以上表所列諸項議案為依據的。這裏不妨擇取幾例，略述

其詳：

其一，1933年4月27日的〈函請國產影片公司各自挑選本公司攝製最優影

片一部或兩部送會於五月五日年會時映演比賽投票選舉最優者由會獎勵案〉，

推動教電協會舉辦了兩次規模雖說不上是絕後、也肯定是空前的國產電影大

賽，並為後來官方接管此項事務，開啟了思路、明確了方向ek。其二，1933年

5月6日的〈攝製教育影片案〉，推動《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章程》中的「關於教育

影片之編製」這一紙面規劃進一步得到落實el，從而為教電協會後來搞得有聲

有色的自製教育影片活動之啟動推波助瀾em。其三，1933年5月6日的〈如何

救濟國產影片案〉，則可視為陳立夫對自己所主張的由政府來援助國產電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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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理念的一次實踐。此案通過後，教電協會的確將制訂保護與扶植國產

電影的具體辦法逐步提上議程，並積極尋找落實的路徑，直至第六屆年會後

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提出援助請求en。這些進展的取得，若追根溯源，無

疑是要給陳立夫記上一大功的。

其他議案亦涉及到諸多重要議題，如確立中外影片製作標準、培養電影人

才、推動理論研討、加強國際宣傳、籌措會費及吸納會員等等，諸如此類，

對當時教電協會的運行乃至整個國產電影業的發展，均產生不小影響。在 

上述議案中，最有影響力的，要屬1933年9月9日的〈電影事業之出路案〉。這

份受電檢會之委託eo、由陳立夫負責具體擬定的議案ep，在同年9月22日召

開的二屆四次常委會上討論通過eq。該議案剖析了「中國目前的五大患」，即

「貧、弱、愚、私、亂」，並從教育與營業兩個方面闡述了電影界在此種局面

下「應負的任務」，旨在把國產電影的進步繫於國家民族的進步上：「電影界如

能時時刻刻以尋覓國家民族的出路為職志，我們相信中國電影事業的本身出

路，是不必憂慮的。」er該議案在通過之後很快成為規劃和指導教電協會活動

的總藍圖，不僅在教電協會的各項決議中佔據着綱領性的地位，而且其中許

多內容更是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此後制訂電影政策、構建電影管理體制時頗為

依賴的思想資源。

行文至此，有必要糾正一些流傳甚廣卻有失準確的說法。孫健三在其編

著的《中國電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兒：中國早期電影高等教育史料文獻拾穗》  

一書中曾提到〈電影事業之出路案〉，可他將這份議案說成是「蔡元培口授後經

人整理的文獻」es，則顯然是張冠李戴了。事實上，從上文提供的原始材料來

看，縱觀〈電影事業之出路案〉出台的整個過程，唱主角的應該是陳立夫而非

蔡元培et；甚至可以說，蔡與這件事似乎就沒有甚麼關係。而且，仔細閱讀

這份議案的具體內容，也不難看出，它與前面提到的陳所作的〈中國電影事業

的新路線〉一文，所闡發的核心思想可謂如出一轍。比如〈電影事業之出路案〉 

在闡發「電影在教育上應負的任務」時，具體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即：「（1）恢

復民族自信力——集團之強；（2）培養人民體力——個人之強；（3）人民平均

知識程度太低，電影應灌輸以切要的常識；（4）社會道德墮落到極點，電影應

提倡個人及集團的道德；（5）民族缺乏組織，電影應指示以組織的知識與能

力。」fk以上這五點，除了「培養人民體力」這一點之外，幾乎都與〈中國電影

事業的新路線〉一文中所提到的用來評判國產電影優劣的五項標準，即「發揚

民族精神」、「鼓勵生產建設」、「灌輸科學知識」、「發揚革命精神」與「建立國

民道德」大同小異fl。這從側面再次確證了筆者的上述判斷。

此外，孫健三還頻頻提到了一人，即教電協會執委會常務委員郭有守，

並且將教電協會舉辦的兩屆國產電影比賽說成是郭「為了推動左翼電影的健康

發展」、「創建為左翼電影評獎的機制」而作出的個人之舉fm。這一說法與史實

不符。表1已經清楚顯示，最先提出舉辦國產電影比賽的人也是陳立夫。待到

比賽真正開始後，郭有守儘管以評委的身份參與其事，但最終誰能獲獎，是

要由十多個人組成的評選委員會來集體表決的，沒有證據表明哪一兩人就能

說了算fn。倒是陳在〈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一文中提出的「教育電影五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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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準」：「民族精神」、「生產建設」、「科學知識」、「革命精神」與「國民道德」，以

及在〈中國電影事業的展望〉一文中提出的「七分教育、三分娛樂」等理念，在

當時被打造成教電協會、中宣會獎勵國產電影時所遵循的評選標準fo。說郭

憑一己之力就能「創建為左翼電影評獎的機制」，不免有些言過其實，以致多

少遮蔽了其他人尤其是陳的作用。

陳立夫對教育電影活動的扶植，一直延續至抗戰全面爆發之後。抗戰 

八年，陳有六年時間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推動教育電影乃其職責所在。

若談論這一時期陳與教育電影之關係，就不能不提到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

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於1942年1月1日在陪都重慶建立，直屬於陳掌舵的教育

部fp，其源頭則可追溯至創建於1936年7月的教育部教育電影委員會fq。該

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即開始攝製教育電影fr，但卻沒有像中宣會或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政訓處那樣設立由自己直接掌控的、專業化的製片機構，比如中央電影

攝影場與中國電影製片廠，故力量一直頗受掣肘。陳推動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

之建立的一個重要用意，顯然是想加強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製片能力，從而確立

其在教育電影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只是與戰前的情況略有不同的是，這一次陳

沒有站在台前，而是由其兄長陳果夫以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籌備委員會主任及

指導委員會主任的身份來主持建廠事宜並實際領導製片工作fs。身為「CC派」 

主腦的陳氏兄弟，在政壇上一向攻守同盟，難分彼此；在電影事務上，也是志

同道合，互相捧場，二人由誰來操辦教育電影，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

如果認為陳立夫在電影活動上的影響力僅止於教育電影，那可是小看了

他。不要忘記，陳深信要徹底改造國產電影，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要「從消

極方面來取締」；另一方面則「實非從積極方面努力不可」ft。上面提到的這些

業績，多屬於後者，它們固然因柔韌綿長而為陳所看重，但其生效卻非朝夕

之功；相較而言，前者更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陳所說的「從消極方面來取

締」，指的不是別的，正是牽動電影界命脈的電影檢查。陳一邊熱衷於推動教

育電影的攝製和傳播，一邊也積極染指電影檢查權，力圖雙管齊下，徹底地

改造國產電影。

國民黨自1928年名義上取得全國性政權之後即試圖加強對電影業的控

制，建立了嚴整、高效的電影檢查制度，有了《電影檢查法》、《電影檢查法施

行規則》、《電影片檢查暫行標準》等法規的出台和實行gk，以及權力不斷收攏

並在1934年後由政務系統轉向黨務系統的電檢會之組建及改組。在這一系列

舉措的背後，存在着一個雖很少直接出面但卻在實際上發揮至關重要之作用

的機構——成立於1933年9月、隸屬於中宣會的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以下簡

稱「電指會」）。改組後的電檢會，由原來受教育部和內政部聯合指導變更為受

電指會直接領導，「如此一來，全國電影的統治權便落到了CC系手中」gl。而

還在更早前，電指會便已組建了受其直接掌控的、對國產電影實施預先審查

的劇本審查委員會。可見，至少在抗戰爆發前，電指會在南京國民政府電影

檢查體制中扮演的是一個享有決策權並以此操控電檢會的「後台老闆」的角

色。陳立夫正是電指會的常務委員gm，而且，和在教電協會中一樣，陳在其

中也是極為活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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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電檢會曾在一份工作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尚恐各公司攝製

流於偏激各片，復曾遵照中委陳立夫先生所擬《中國電影事業之出路》辦法，

數度召各公司代表來會談話，指示途徑，並迭次通令慎重攝製。檢查時對 

於軼出標準範圍之影片，無不輕則修剪，重則禁演，絕無徇情寬縱之處。」gn

這段話一則再次印證了上文提到的〈電影事業之出路案〉實乃出自陳立夫而非

蔡元培之手；二則更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們看到，此項議案在當時實際上

已成為電影檢查機關在規範國產電影（主要是左翼電影）創作時必須遵守的一

個最高的「法典」，至少在官方公開構建的權力框架內，其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是得到了確認的。也許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理論主張不至於落空，陳在推動電

影檢查體制的變革上也花費了不少心思，其中就有他於1934年1月提出的〈改

進電影檢查委員會組織案〉，這份議案在促使電檢會改組以及由此產生的電檢

會權力之收緊這些事上，亦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go。

以上略述兩例，只能算是管窺陳立夫在電指會中的活動之一斑，更多的

相關史實，由於目力有限，筆者還所知甚少，有待於進一步之考察。然而，

僅憑上述史實，我們亦可看出，陳之「微言大義」，在當時並不是消無聲息、

來去無痕的過耳清風，其實際影響也絕不會僅僅止步於教育電影之場域，而

是駕馭着掌控影片生殺大權的電檢機器，與電影業在多重層面上發生了結結

實實的碰觸。

三　陳立夫理念的綿延影響力

步入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逐步加強了對電影業的介入力度，這不僅

體現為建立起了一套更為嚴整高效的電影管理體制，以及推出一系列與之相

關的深刻改變國產電影面貌的電影政策，包括加強電影檢查、創建國營電影

機構、扶植教育電影等，還在於形成了較為系統地表達官方意識形態的電影

理論體系。陳立夫便是構築這一理論體系的關鍵人物，其關於新舊國產電影

的劃分與褒貶，對美國電影的負面評價，對蘇、德、意電影的極力推崇，對

國營電影體制的呼喚，對國產電影發展模式的規劃等言論，在當時均已成為

官方制訂各項電影政策時甚為依賴的理論資源，甚至可以說是官方制訂電影

政策、打造電影管理體制的「指導思想」。其中諸多觀點及其內在理路，不僅

在當時大有市場，在後來更是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仿似一組基因密碼，潛

伏在國人的電影觀念中不斷地延續、複製，再延續。1949年後，政權鼎革，

江山易色，中共將國民黨政權逐出中國大陸，電影體制也隨之發生了很大 

改變。但耐人尋味的是，陳在1930年代力推的這些電影理念，很多卻留在 

了中國大陸，被中共在毛時代「繼承」了下來，然後「發揚光大」。陳心嚮往之

卻終其一生也未能徹底做到的事情，比如「以俄為師」、比如消除美國電影的

「毒害」、比如構建國營體制、比如開發電影的宣教功能，竟一一成為了現

實。文革結束後，官方的電影政策雖略有改觀，但基本面貌未變。

誠然，陳立夫也許不是上述這些理念的原創者，其具體表述，在眾多同

道中可能也算不上是最精當、最完整的，然而，必須看到的一點是，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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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信奉並積極宣揚這些理念的群體中，他是最接近權力中樞的一位，甚至其 

本身就是權力中樞。以其顯赫的身份地位和實際權力，陳的所思所言，哪怕

許多內容從學理層面上衡量，不無拾人牙慧的成份，但卻有機會進入到決 

策層中，再經權力體系的放大、強化，發揮一錘定音的作用，使千呼萬喚了

多年的輿論議題，從書齋、報館走向片場、影院，變為與電影活動短兵相 

接的政策法令。這些政策法令一方面促使教育電影生產走向活躍（下詳）； 

另一方面則經電檢制度或國營電影體制的「擺渡」，重塑了民營電影公司的發

展模式和生存空間，改造了國產電影的藝術面貌，從而對中國電影造成深 

刻的改變和持久的影響。武俠神怪片的退出與左翼電影的登場即為一例。武

俠神怪片曾風靡一時，甚至遠銷南洋，但在電檢會的大力查禁下轉趨式微，

繼而遷移至香港，取而代之的是以現實題材為主的左翼電影，這是1930年代

中國電影業的一個重大轉折gp。而我們不難看到的是，這個轉折正發生於 

對武俠神怪片深惡痛絕的陳立夫坐鎮電指會，藉此把自己的電影觀付諸行動

的時期。

陳立夫在當時與國產電影固然形成了如此密切的關係，其中有些事迹也

許不無值得稱道之處；但筆者之談論陳，並非僅僅為了搜羅遺事，以表彰先

進；事實上，本文更期望能通過呈現這些鮮為人所提及的史實及其之間的內

在關聯，打開一些新的角度，來探尋早期中國電影演變更迭的更多真相及其

深層動因。比如，以往我們談及這一時期的教育電影，可能更多地會想到諸

如教電協會、金陵大學理學院這樣一些致力於推動教育電影的社會機構；一

般不太會注意作為政治家的陳。然而，本文所述已經清楚表明，陳在教電協

會中是做了許多重要的、實實在在的工作的。莫論其他，單說那份關於攝製

教育影片的議案，就直接促使教電協會將攝製教育電影一事逐步提上了議

程，遂有了後來教電協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一系列被今人大書特書的合作成

果——大量的教育影片，如《西湖風光》、《蠶絲》、《陶瓷》、《開封》、《防毒》 

等gq。如今，我們在連篇累牘地追懷金陵大學理學院之豐功偉業的同時，是

否應當對雖身居幕後卻發揮了運籌帷幄作用的陳給予應有之評價？這裏有必

要提請讀者注意的一點是，當時所謂「教育電影」，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現在

意義上的科教片gr，還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新聞紀錄片，那麼，倡導教育電

影，實際上就是在倡導科教片或新聞紀錄片；拍攝教育電影，很多時候也就

是在拍攝科教片或新聞紀錄片，二者說的往往是一個意思。由此而言，陳對

早期中國科教片與新聞紀錄片的發展與繁榮，也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這一

點，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抹殺。

另外，還應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是陳立夫的電影思想、電影活動與活

躍於1930年代並影響及至今日的一些電影思潮和電影運動之間的錯綜複雜的

關係，特別是左翼電影的興起。頗具官方色彩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認

為，左翼電影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為了貫徹〈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

近行動綱領〉（1931）的指示精神而領導的一場「電影文化運動」；而國民黨政府

則被描述為打壓進步電影的反動力量gs。後來的中國大陸電影史著作也大多

沿用這一說法gt。左翼電影人與南京國民政府似乎楚河漢界、勢不兩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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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論調可謂深入人心，幾成定論。近些年來，海外學者蕭知緯通過對原始資

料的深度挖掘和詮釋，挑戰了這一說法，他認為：「聳人聽聞一點兒地說，迄

今為止有關『左翼電影』的討論，嚴重違背了歷史事實，完全體現贏家立場和

黨派政治；其許多假設都經不起小心求證，對民國時期電影文化的演繹過於

簡化，完全忽視了國民黨政權的複雜性，以及30年代政治文化的多層面性。」 

這是因為1930年代的中國電影（當然主要是左翼電影）存在着「意識形態上的

模糊性」，它們「並不總是與國民黨政府官方政策水火不相容」；而「『左翼電影』  

之所以界線模糊、左右難分，是因為它同國民黨文藝政策有根本上的一致」。

也就是說，左翼電影與南京國民政府之間，並非全然像主流論著所描述的那

樣，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敵對的狀態，相反，二者存在着諸多共同點，故可以

在某些層面上「貌離神合」，從而相安無事hk。

這一論斷對我們重新認識早期中國電影是不無啟發意義的。事實上，我

們從官方意識形態權威闡釋者陳立夫的言論中，就發現諸多可以和左翼電影

觀念「不謀而合」的思想傾向，比如抨擊娛樂電影、抵制美國電影、張揚電影

的工具屬性、妖魔化都市卻將農村理想化、鼓勵拍攝革命和生產題材，以及

嚮往蘇俄電影體制等等，而這些在1930年代的電影生產（創作、評論）中幾乎

都不難獲得共鳴。姑且以當時的電影評論為例對此管窺一二。

1933年5月，影劇界泰斗鄭正秋撰文表達了和陳立夫那種貶抑美國電

影、褒揚蘇聯電影相近似的態度。他反對一味模仿美國電影，「因為美國的電

影，往往只披一件孔雀毛的大氅，外觀美則美矣，內容可空空如也的十居

八九」，相較而言，蘇聯電影更值得國人學習：「最好把蘇聯的電影作品，和

各種關於電影的著述，多多的研究，它一定是我們要走上前進之路的好嚮

導。」hl同一年，影評界的大筆杆子王塵無在點評影片《天明》（1933）時指出：

「一切藝術都是內容決定形式的」，而由於《天明》的內容是「羅曼諦克」的，「形

式是非常詩化的」，所以這部影片的「形式單是美麗而沒有有力的表現」hm。所

謂「沒有有力的表現」，就是說缺乏充實的內容。可知，和陳立夫一樣，王塵

無同樣信奉內容是高於形式的，而且反感「羅曼諦克」的內容。1935年初，《申

報》上的一位作者則發出呼籲：「希望企業家把『生意眼』丟開，在國家社會方

面，攝製些有教育價值的出品。」hn很明顯，該文作者也是拒絕電影太過商業

化的。諸如此類言論，在當時的報刊上可謂俯拾即是。

誠然，以捍衞國民黨正統地位為使命的陳立夫並不期望表達過激的左翼

電影形成氣候；但一定程度上，左翼電影借助其與國民黨電影思想（主要是陳

的電影思想）的「相似性」滋生蔓延，直至蔚然成風，卻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學

者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便曾敏銳地觀察到，左翼作家夏衍在初涉影壇時

的創作，「其思想意識與國民黨當時的官方立場是一致的」ho。筆者在此想要

補充的是，對於這一點，陳立夫本人在當時似乎也是有所察覺的。在一次對

中央社的談話中，他承認一些電影人利用自己的言論為「普羅意識的電影」打

掩護：「甚或摭拾本人以往發表所關於電影問題之文字與談話，牽強附會，並

作種種曲解，來為普羅意識的電影作掩護者，尤屬痛心」，「尤其要認清生產

與教育的內容，絕不能魚目混珠以普羅意識作品附會為生產與教育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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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此點甚望我國電影界同人加以注意為幸」hp。我們不禁要問：不存在被「鑽空

子」的機會和苗頭，何必辯白與提醒？由此而言，與其說1930年代的中國電影

由以武俠神怪片為代表的娛樂電影一轉而為暴露現實黑暗、關切國恨民怨的

「左翼電影」或曰「新興電影」，是得益於「黨的領導」，倒不如說是國民黨的文

藝思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電影政策使然；相應地，若說「電影文化運動」的產

生，是受到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的影響，那我們還應該看

到，它同樣也受到陳立夫〈電影事業之出路案〉的影響，而且，可以想見，在

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二者相比，後者的影響要更為直接而且更為有力。

四　結論

總之，作為1930年代國民黨電影理論體系的主要構建者、國民政府電影

管理層的「主腦」、被電影檢查機構在戰前奉為「聖經」的〈電影事業之出路案〉 

的提出者，陳立夫在國產電影的轉變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發揮了不可

忽視的作用，其對中國電影的影響是直接、巨大而又深遠的。當然，這種影

響的利弊得失，還有待更深入的梳理與評析，但其存在本身是不應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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